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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同一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不同项目点上，缘何社会组织的项目执行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以S市W区

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中20个试点社区的项目执行情况为观察案例，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价值偏好纳入项目

执行机制的分析框架，发现多层级政府的模糊项目控制权和多元项目诉求，提供给社会组织采取策略性行

为的选择契机。社会组织在充分识别多层级政府的诉求信号后基于自身价值偏好，采取三种不同的项目执

行策略行为，与跨层级购买涉及的多层级政府形成不完全一致的合作关系，导致差异化的服务成效：行政

职能的延伸、服务功能的发挥、服务和治理双重功能的发挥。因此，作为购买方的政府成为“精明买家”，

优化服务购买的制度、改进服务项目的设计、完善项目监管，对社会组织的培养和成长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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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deal with the puzzle that the similar projects outsourced by the 
government to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appear performance disparities in different project loca-
tions. Taking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of 20 pilot communities in the community service socia-
lization project in W District of S City as an observation case,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the value 
preferenc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to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and finds the fuzzy project control rights and multiple project de-
mands of multi-level governments, provid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choose 
strategic behaviors. After identifying the demands signals of multi-level governments, social or-
ganizations adopt three different project execu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their own value prefe-
rences, and form incompletely consistent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multi-level governments in-
volved in cross-level purchases, resulting in differentiated service effectiveness: the extension of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the performance of service functions, and the joint exertion of service 
and governance function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is a “smart buyer”, optimizing the system of 
service purchase, improving the design of service projects, and improving project supervision, 
which is crucial to the cultivation and growth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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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作为治理模式的一种重要创新，意在助推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组织优势发

挥，并通过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公众诉求满意度[1]，获得了政府和社会双方共同的广泛认同。但在实

践层面，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呈现多重困境，如社会组织的服务供给困境、政府的合同制购买

风险和监管困境等。针对政府购买服务存在困境这一现象，学界从契约治理、政社关系等视角进行解释

和分析。 
首先，从政社关系出发更容易理解在中国“国家控制社会”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政府与社会组

织在服务购买中的互动。学界已总结许多有解释力的政府和社会组织间的关系类型：政府针对不同的社

会组织类型采取分类控制策略[2]、行政吸纳社会[3]、不同政府部门“非协同治理”制度背景下社会组织

采用策略行为[4]发展的依附性关系。而社会组织更多是嵌入式发展，嵌入原先的社会治理体系或社区管

理体制中[5]；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双向嵌入、嵌入与反嵌入并存[6]；社会组织能动回应政社关系背景与

环境、呈现与国家商酌的策略性自主特征[7]，但是社会组织通过嵌入政府部门获得生存发展资源的方式

可能致使自身自主性弱化、社会服务内卷化[8] [9]。这些研究往往将政府视为单一主体，强调政府对社会

组织的单方面制约，但事实上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化运作过程远比构建的关系模型复杂得多，过分着眼

于简约的理论模型构建可能使研究者忽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10]。S 市由区民政局发包、最终落在社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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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涉及了不同层级的政府，而忽视不同层级政府的利益诉求和约束激励条件，以及衍

生的对社会组织的差异化对待，可能导致对政府购买服务行为逻辑的失真判断。 
其次，契约治理运用到政府合同制购买中，强调以契约方式让社会组织为社会成员生产和提供公共

服务，从而实现社会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而如何筛选出拥有专业能力的社会组织是关键环节。契约不

完全背景下，社会服务需求变动导致原定购买合同难以履行、政府难以客观衡量社会服务成效引发承接

方的投机行为等[11]致使服务效果打折。政府购买的市场结构、竞争程度、监管力度等过程因素影响服务

成效。另外，公共服务结果的模糊性和不可预测性使得合同监管的难度加大，购买合同中剩余控制权的

设置影响服务成效。 
已有研究中，相较于对政府的重视，社会组织作为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另一关键主体，学界关注较少，

并主要基于政社关系视角论述社会组织；相较于理论层面、较为宏观的整体分析，基于实践情景的追踪

观察和个案研究稍显薄弱；此外，除行业发展趋于成熟规范且备受学者关注的广东、上海等地，国内其

他省市也正进行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探索，迫切需要经验总结和问题困境剖析。 
恰逢 S 市正进行社区服务社会化的第三轮试点，试点过程中社会组织的策略性行为是一个值得深思

的现象。S 市在试点推行前，希望通过从市级到区级的多轮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试点，激发社会组织

活力，满足居民群众多元、专业的服务需求，逐步在 S 市有条件的社区实现公共服务专业化、社会化供

给，最终推动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然而，现实情况却与预期发生偏离，社会组织按照与政府部门签订

的合同契约之规定，产出相应服务，但服务成效却存在显著差异，且服务实际完成情况较差的社会组织

未必会失去政府的后续项目合作机会，服务实际完成情况较好的社会组织虽获得政府好评但未必获得续

签机会。 
显然，服务成效的好坏差异由一线社会工作者的项目执行策略及其执行过程直接决定。那么，社会

组织的策略性行为何以发生？本文认为多层级政府的多元诉求和差异化约束激励条件恰好为社会组织项

目执行中的策略性行为提供外部条件和选择机会。在社会组织识别诉求信号后，基于自身偏好自主选择

采取何种层级政府购买诉求回应策略、项目执行路径，影响项目实际执行过程及成效，以期达成社会组

织自身追求的预期目标。 

2. 分析框架 

2.1. 多层级政府的模糊监管权和多元价值诉求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化运作使得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的关系从科层体制内部上下级关系扩展为国家和

社会、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在服务购买的场景下指上级部门根据任务设置服务项目、发包专项财政

资金，下级部门(或含基层社区、上级部门委托的第三方)监管，社会组织承包的项目运作过程。政府主要

通过项目招标发包、项目委托发包、公益创投三种方式[12]实现服务外包，S 市 W 区的社服化项目是由

区级政府进行项目招标发包，且属于跨层级发包。 
在项目制背景下，政府购买服务涉及项目的发包方、打包方、作为承包方的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之

间的互动，这意味着政府和社会组织并非简单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涉及到不同层级政府与社会组织在项

目过程中的多重合作关系，有学者将民政局、街道办、社工机构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双重委托代理关系[13]，
同时涉及地方政府多层级内部的发包及控制问题，例如服务项目虽然由市、区两级财政购买，但在实际

运作中购买方及管理方是街道办事处[14]。本文所选案例的政府部门监管方分工更复杂，涉及区民政、街

道办事处、社区三个层级。相较于公共服务供给的单位制对差异性地区和服务内容的强行统一，项目制

中的差异化服务内容、专业性评价标准对政府部门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政府通常引入独立评估机构代

为监管，但最终的项目评判也需参照各层级政府部门的反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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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缺乏对项目内容、运作过程、监管方式的有效沟通，各层级依据自身对项

目监管职责的理解监督项目执行过程，通常在不明显违背上级政府指令和项目合同的前提下，下级政

府自行选择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态度和合作方式。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发包方通过委派评估方依据购买

合同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确保项目内容及资金使用符合购买合同之规定。街道作为跨层级购买的中

间层，无直接明确的主体责任，也无需为社会组织的项目落实提供场地、资源支持等，自身并不重视

服务项目，主要通过定期工作汇报会和与社工间的非正式约定履行监管职责。社区方对购买合同缺乏

了解，但可以对社会组织进行参与式监管，在发包方和打包方监督不力或主观上不愿真正落实监管职

责的情况下，利用信息优势规避上级的监管，引导社会组织变相执行项目，与社会组织合谋，为其提

供资源和庇护，借助上级政府的“不付费”资源满足政绩诉求。显然，不同层级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

监管力量(或控制权)并非均衡分布，存在一定程度的博弈关系，且不同层级政府的实际监管方式不同，

社区和街道监管依据呈现非正式性特征。多层级政府对项目的模糊监管权(见图 1)客观上造成街道、社

区有通过社会组织满足自身利益诉求(通常不在购买合同范围内)的运作空间，也提供给社会组织通过选

择性执行项目内容的策略性方式获得某些层级政府认可或与其合谋、顺利结项甚至获得新合作项目的

契机。 
 

 
Figure 1. Fuzzy project supervision right in government purchase of social services 
图 1.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的项目模糊监管权 

 

多层级政府的项目模糊监管权为社会组织的策略性行为提供基本前提，掌握项目监管权的多层级政

府对服务购买项目存在多元的价值诉求、项目评判标准和约束激励条件(见表 1)，直接影响社会组织对项

目服务方案的设计、服务内容的抉择。一般情况下，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层级政府监管介入越强势，提

供的激励条件越多，社会组织越可能接收并回应该层级政府的诉求信号，并采取策略性行为总体达成项

目指标。从不同层级政府的价值诉求看，区民政局依据正式合同约束社会组织，强调在合同履行中落实

条线职能，着眼于养老服务、困境儿童关爱、低保特困、优抚对象、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兜底保障，提升

基本社会服务，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街道方的项目诉求倾向于基层治理政绩凸显、社会组织的服务辐射

及示范引领：通过引入社会组织将社区服务辐射至本街道内的其他社区，打造社区治理样板，树立街道

典型，借用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力量培育孵化街道自有的、接地气的社会组织，以便街道后续工作开展。

社区作为多层级政府的末梢，其自身在资源配置、人物设定、检查考核等方面的低治理权和综合性治理

特征，决定了社区多重任务和多重责任并存、工作方式偏向于运动式和临时性[15]，因此社区层面既有工

作减压、行政性事务转移的诉求，也有政绩、服务品牌、服务特色亮点方面的偏好，希望可以与社会组

织协力或借力达成政绩目标。由于信息不对称在社区和社会组织的监管关系中发生率极低，缺乏正式监

管权的社区可以通过额外项目允诺等激励向社会组织传递行政任务转移、政绩凸显等信号，不排除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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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谋向上级政府隐瞒项目具体信息的可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社会组织在夹缝中并未完全失去自主性，

反而获得了权衡利弊、采取策略性行为的自主性空间。 
 
Table 1. Multi-level government’ objectives and constraints in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 in W District of S City 
表 1. S 市 W 区社服化项目多层级政府目标及其约束激励条件 

参与者 预期目标 服务评判标准 约束激励条件 

发包方(区民政局) 条线职能履行 购买合同履行 项目款拨付 

打包方(街道办事处) 示范带动、政绩需求 宣传成效 潜在合作机会 

落地方(社区/村) 社区减压、治理样板打造 配合社区程度 额外项目允诺 
 

总之，公共服务成效难以清晰量化评判的模糊性特征，使得作为代理人和承包方的社工机构有可能

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谋取私利，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模糊的项目监管权为社会组织采

取策略性行为、选择性执行项目达成项目目标提供前提和契机；多元的价值诉求又直接引导社会组织满

足部分层级政府的诉求，履行服务职能或沦为行政职能的延伸，少有社会组织能够在整合价值诉求后仍

以服务对象需求为导向，实现服务和治理职能的双重发挥。 

2.2. 社会组织的诉求识别与策略性行为 

多层级政府存在可能相互冲突的多元诉求，造成社会组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目标模糊。已有研究

中，关于社会组织面对政府的权利网络结构和科层控制时，基本都假设社会组织处于较为弱势的一方，

因而不得不采取策略性行为应对。如学者王清认为项目发包方的条线控制和社会组织缺乏反条线控制能

力，造成社会组织成为行政指标的被动执行者[16]，朱健刚认为专业社工被吸纳到街道的权力网络过程中

衍生出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和专业建制化等问题[17]。项目执行中的普遍走样可以解释服务

成效普遍的不理想，但并不能回应前文提出的关于同一试点项目在相同制度环境下，不同项目点服务成

效却有显著性差异。为此，提出另一个判断，社工机构自身的偏好不应当被忽视，社工机构作为最重要

的行动主体，其价值偏好和策略性行为直接决定服务效果。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有着比政府部门更多重的考量。社会组织主要靠承接政府购

买项目获得组织资源，对政府部门的依附性很强，政府资金投入、购买项目数量与社工行业发展规模成

正比，非营利组织普遍面临资金短缺和制度约束困境，承接的项目多为短期合同，一年期甚至更长的政

府购买服务项目少之又少，机构不断面临裁员、缩减项目开支和行动能力降低的威胁，出资方追求项目

有效执行，而承包方心照不宣地专注于组织的生存甚至盈利。尤其是对于新成立组织而言，首先需要解

决眼下的生存困境，在度过承接项目不确定的最困难阶段之后，其运作策略可能会倾向于组织使命的实

现，在综合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组织的定位、提升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增强组织的核心竞争力——

即深化的、有特色、成系统的服务项目，以确保组织能够实现承接项目、回应多方诉求、实现自身使命

的多赢，但也有组织“有意”嵌入基层政府以及社会居委会，以“行政化”、应付性执行换取项目承接

机会，谋求组织“盈利”。 
社会组织识别各层级政府的诉求信号后，结合自身的价值偏好自行裁量以何种需求为导向，并在选

定优先级的需求导向后决定是否采取策略性行为，实现项目的“完美执行”。社会组织差异化的政府和

服务对象诉求回应机制和项目执行策略最终造成同一个项目在不同服务点的服务成效呈现三种类型(见
图 2)。如社会组织仅仅遵循购买合同回应区民政局的诉求信号，与社区(或街道)缺乏深度合作，则主要

发挥社会组织的服务功能，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性社工服务；如社会组织优先满足社区、街道层面诉求，

其服务内容多与基层政府的行政工作相关，虽能够通过双方合谋达成项目指标，但服务内容往往缺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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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的专业性，更多体现行政职能的特性；如社会组织对多层级政府的诉求进行整合，并以直接服务

对象社区居民的诉求为导向，在开展服务过程中与社区街道进行良性互动与协作，则能够实现发挥专业

服务优势、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双赢局面。 
 

 
Figure 2. Cooperative strategy and service effec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fter recognizing hierarchical 
government demand signals 
图 2. 社会组织识别层级政府诉求信号后的合作策略及服务效果 

3. 案例研究：社会组织的行为逻辑和行为选择 

层级政府间上下分层的项目模糊监管权，使得社会组织恰好可根据不同层级政府明确或隐性的合作

机会与续签意向(主要指街道和社区)、多层级政府的监管方式和监管依据，结合自身的价值偏好，确保项

目评估顺利通过的前提下策略性应对，确定优先满足哪一方诉求，最终造成服务成效的差异。 
关于服务成效，必须指出的是，W 区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同时在 20 个社区开展试点，最终均达成项

目评估量化指标，顺利通过项目评估并获得项目全款，但项目执行效果却存在显著差异。W 区社区服务

社会化项目主要细分为基础类、增能类和治理类服务，在评估中项目实际成效分别指向三个维度：社区

服务品质提升、居民自治推进、社区治理问题解决。其中社区服务品质提升对应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供

给功能，而居民自治推进和社区治理问题解决则对应社会组织参与并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完善相关功能。

本文为方便评判总结各项目的服务成效，借鉴黄晓春划分的社会组织的两个功能领域：作为公共服务供

给主体、作为治理主体[18]，将评估操作层面的三个维度进一步提炼为服务供给成效和治理成效，以便符

合项目顶层设计初衷和项目相关方对社会组织项目执行的期望，即社会组织作为服务主体，提升公共产

品和服务的供给效率和效益，作为治理主体，消解社会矛盾，推动基层民主建设和体制创新、实现治理

转型。 

3.1. 社会组织识别多元诉求信号后的抉择 

3.1.1. 以非正式约定为依据，优先达成社区层面诉求 
识别非正式约定为优先诉求的社会组织，更倾向于保持与社区的“频繁互动”，承接社区方面转移

的行政性事务，并利用信息优势将该部分工作“粉饰”为符合项目合同规定的项目正常执行，在项目执

行中更多落实与社区诉求密切关联的子项目，举办更多符合社区期待的“大场面”活动，并以大型社区

活动作为宣传契机，将社区活动包装成符合政府期待的“社区民主协商”、“社区特色挖掘”等名片型

活动，成功打造项目盆栽和景观，实现与社区的“互惠”。 

3.1.2. 以合同为依据，优先达成项目要求 
选择以购买合同为唯一依据的社会组织，会优先达成合同规定的项目要求。合同中对于服务对象、

服务内容、服务频次、各服务类别相应服务目标、直接服务总工时等各项指标规定十分明确。选择以达

成项目要求为优先考量的社会组织倾向于采取与社区方面的“隔离”态度和策略，企图以自身的专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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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对抗社区的行政化诉求或项目额外要求，项目点上的一线社工主要依赖组织自身的资源，抱着与社区

少沟通少给自己惹麻烦的心态，与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等官方和半官方组织明显区隔，减少围绕服

务方案设计、服务对象挖掘等关键环节的沟通与信息共享，专注于合同任务和服务执行方案指标的达成。

该类策略由于较少考虑与社区配合、缺乏社区层面的大力支持和“官方”的信任背书，尤其是对刚入驻

社区且仅有一年服务周期的项目社工而言，在改进社区治理、解决社区问题等成效达成上存在某种困难。 

3.1.3. 以满足服务对象需求为宗旨，高质量履行购买合同 
少部分社工机构识别多元诉求信号后，选择尽其所能满足多层级政府的多元诉求，实现真正积极意

义上的合作共赢。但对社会组织项目执行的战略要求和人力物力投入要求更高。采取“协作共赢”策略，

机构层面鼎力支持、社工自身也需投入更多时间精力，但有益于整合政府与社工机构目标、多维度达成

服务效果。相较于社工，机构层面提纲挈领的能力更强，在把握资方诉求、寻求双方利益交叉点、构建

服务整体框架等方面更有经验，处理与社区、政府部门、宣传媒体关系也更擅长。而社工与社区保持常

态沟通、寻求合作契机和共识达成，合力推动项目产出贴合社区实际，实现服务对象精准、服务内容专

业、服务品牌“响亮”。 

3.2. 社会组织项目执行中的策略性行为与差异化的服务成效 

对应上述社会组织识别诉求信号后的三种抉择以及相应的策略性行为，不难发现，项目的各项指标

要求最终看似都如期达成，但服务效果却存在显著差。为更清晰地呈现服务成效，将三类策略性行为导

致的服务成效简化为三种类型：行政职能的延伸、服务功能的发挥、服务功能和治理功能的发挥。 

3.2.1. 行政职能的延伸 
从与社区(或含街道)关系看，社会组织在了解街道社区等相关方的服务购买偏好倾向、出资能力后，

出于续签和争取新项目的动机，在项目执行中呈现较强的策略性嵌入特征，变相执行合同要求，双方利

用信息优势实现“合谋”和各自私利的最大化。从项目执行中不同阶段的策略看，在项目执行初期的服

务执行方案设计过程中，服务内容选定以社区诉求作为主要评判标准而非社区居民的真实服务需求；在

项目阶段性评估如中期评估时优先满足社区需求以期获得社区的好评和高分；项目周期截止前提供不在

项目要求内的额外服务以获得社区方认同并进一步获得社区的额外项目允诺或直接由社区单独购买的服

务项目签约。而社会组织对于项目要求的变相执行还会获得社区的认可和庇护，在面临第三方的质疑时，

社区方有意为社会组织辩护，“项目要求本身也不合理、不考虑社区实际情况”，“XX 机构的服务正是

我们社区想要的、在居民中间反响也蛮好”。即便两个项目的执行效果在同一街道中高低立现，社区对

社会组织也会表现出“有意庇护”的态度，在评分环节显得宽容大度。 
在 W 区社服化项目的终期评估会上，优先满足社区需求的项目被评审认为“与居委会工作无差”、

“完全配合并落实社区方面要求”、“看不到社工专业价值的发挥”。社会组织为获得生存资源，牺牲

自主性，政府购买服务最终演变为社区等出资方雇佣劳动力，“你们就是我们花钱买来的”；也在项目

开展、与社区多元联动过程中，演变为事实上的“被联动”，成为社区行政性事务的分担者和创造政绩、

打造“特色品牌”的能手。 

3.2.2. 服务功能的发挥 
选择优先满足项目合同要求的社会组织，大致有两种合同目标的达成路径：一类是专业性和资源禀

赋优势较强的社工服务机构，倾向于动员体制外的资源执行项目，如志愿服务者群、周边企事业单位、

有独特才艺或手艺的指导老师等，而一线社工可以利用自身的专业技能动员社区精英如楼道长、网格长、

党员、教师医生等参与服务过程并发挥某些关键作用，如孵化社团领袖、志愿服务活动的号召人或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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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社工在充分动员社区居民群众后也能顺利完成项目服务。 
另一类是专业性较弱、资源禀赋优势不足的社工服务机构，一线社工直接面临难以克服的服务供给

困境，因而采取选择性执行项目的策略。相较于“服务对象数量”指标，社工更重视“服务人次”，调

研发现 RH 机构驻点的社区居民多被反复服务，参与活动的均为老面孔，为方便自身完成项目量化指标，

让社区居民成为配合组织开展工作的“配角”[19]；HD 机构的社工在日常工作中选择以“规范完整”的

台账材料掩盖服务落实不佳，利用台账痕迹证明工作量的超额完成，实现以超额总工时掩饰实际服务质

量的欺骗动机。 
我可以坦率地讲，一个项目要么台账做得好，宣传很厉害；要么就是像我们这样在社区干实事，钱

是实打实地用在了社区活动上。一些机构为了做台账，准备很多身服装，一次拍完一个月所有的活动照

片，因为他们的活动场地不在社区，社区对这些情况也不清楚。(来自对 RH 社工机构高社工的访谈，访

谈时间 20190928) 
前一类社会组织在动员社区居民、链接外部资源、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真正发挥了其作为

服务供给主体的功能，而后一类社会组织则仅仅是一线社会工作者通过投机性策略实现了表面意义上的

服务功能发挥，实际上服务覆盖面未明显扩大、服务受众群体单一、社区动员力未显著提升、服务深度

未明显改进。 

3.2.3. 服务功能和治理功能的发挥 
社工机构层面和一线社会工作者的合理分工、各司其职保障了协作共赢策略的真正落实，并贯穿一

年期项目执行的各个阶段。在项目开展前，社会工作者充分走访调研社区，结合社区居民需求并识别选

定社区存在的焦点难点，以服务对象需求作为唯一标准而非以服务落实难度作为有限考虑标准，设定服

务执行方案。在项目开展中，保持服务供给过程的持续性和渐进性，通过活动举办等融入社区、建立与

居民的融洽信任关系、动员积极志愿者、挖掘草根社团、培育社区组织，并在项目执行后期，聚焦治理

类服务，在居(村)委会主导下，扮演好社工角色，实现社区问题的民主解决或社区矛盾的有效化解。最终，

该类社会组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成功扮演服务供给主体和治理主体双重角色，实现双重作用的发挥，

也正是该类组织才最有可能成为行业内的好口碑机构，立得住 S 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变革实践的潮头。 
在本部分的结尾，以 W 区社服化项目的利社工在项目结项分享会上的一段话作为结语： 
这些年，有许多人都在探索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决定服务具有专业性和有效性的因素是什

么？是服务手法吗？是评估量表吗？是成堆的文书吗？是一套套的理论吗？在我们看来，可能都不是。

服务中，我们面对的是人、是家庭、是社区。他们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形态，却又千丝万缕、彼此间有着

断裂不开的联系。专业服务不是一段时间、不是几个问题，不能把人当成问题、任务和指标。我们不要

小看一个电话、一个微笑、一句关心的话语或一次热情的接待，也不要因为服务对象的拒绝、不配合、

不理解而挫败、放弃或将问题推到他们的头上。愿我们不忘初心、谨记服务对象的权益最大化，勿要因

花花万物迷失了方向。(来自利社工的发言，访谈时间 20200810) 

4. 结论与对策 

本文致力于解释 W 区社服化项目执行中的一个现象：社会组织的不同策略性行为及其导致的服务成

效差异，致力于回答下列问题：社会组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策略性行为何以发生?又有何影响？不同于

以往将“政府”视为单一主体，本文将 W 区跨层级购买项目涉及的政府方界定为多层级政府，并试图总

结多层级政府的价值诉求、激励约束条件和监管方式、监管依据等。本文研究得出：多层级政府的模糊

项目控制权和多元项目诉求，提供给社会组织采取策略性行为的选择契机；社会组织采取的政府和服务

对象服务诉求回应策略和具体项目执行策略造成服务成效的差异化，并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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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职能的延伸、专业服务功能的发挥、服务功能和治理功能的双重实现。 
社会组织也并非是绝对的“弱势”一方，社会组织识别多层级政府的诉求信号后基于自身价值偏好，

采取不同的策略行为。虽就项目执行过程来看，其基本目标是达成正式项目合同要求并获得项目款，但

事实上社会中组织也有差异化的价值追求。社会组织选择与不同层级政府形成异质化的合作关系：要么

与社区达成密切合作关系，优先满足社区的减压和政绩诉求，寻求社区的庇护和额外项目机会，变相执

行正式合同要求；要么与区民政局的诉求保持一致，履行正式购买合同义务，谨慎地与社区隔离疏远，

致力于项目合同指标的达成；或者与多层级政府共同合作，在寻求服务对象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达成项

目要求、获得社区支持。三种不同策略最终也分别指向差异化的服务成效。本文的一大缺陷在于对服务

成效的评判较为主观，基于自身对第三轮 W 区社服化项目评估工作的全程参与和全程监管的事实经验得

出。 
最后，辩证而有区分地看待社会组织策略性行为的两面性：一是策略性行为的普遍性和长远意义，

社会组织借助各种策略成功地在现有制度环境中寻求到自主性不断再生产的空间，实现体制外力量的坚

韧生长；二是策略性行为的短视性和负外部性，社会组织出于自利动机，服务过程实际上作为一种形式

主义，专业社会工作的服务功能和治理功能发挥有限，造成财政资源的浪费，也无益于基层治理创新、

社区自治等社会领域长远发展目标的推进。基于上述分析，作为购买方的政府成为“精明买家”对社会

组织的培养和成长至关重要： 
前文所述的街道、社区倾向于以额外项目允诺或潜在合作意向作为对社会组织的激励条件，让社会

组织有了策略性应对的动机，正是由于 S 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购买流程存在不合规现象。在公共服务

外包统一市场条件缺失的情况下，“条”、“块”政府就近购买，优先选择比较熟悉、合作过的机构；

社会组织在竞标前往往先行打听购买方是否已有意向合作方，避免成为陪跑方。专业性优势明显的社工

机构并不一定在市场上具有完全竞争优势。因此，项目招标真正实现公开公正，才能持续激励业内追求

公益目标的机构在提供专业服务的同时探索助推社区治理创新。 
在服务购买的准入、评估、资金拨付方面，明确规则规范和要求，在标准合理可达成的前提下保持

“刚性”。近年来 S 市社区服务采购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承接机构的数量和规模亦随之扩大。面对部

分机构采取不当策略性行为造成服务质量打折的现实情况，购买方必须明确刚性规则，降低社会组织利

用资方自保心理和模糊监管权漏洞等应付监管方的风险。第一，政府在制定标书、投标、计划、监管、

执行、评估等各阶段，明确参与规则，严格审核参与机构资质和过程管理，出现严重违规问题一票否决，

加入黑名单并不予后续采购；第二，对于能力不足的机构，提前筛选，杜绝入围机构能力和要求不匹配，

造成财务和项目风险。 
在社工机构项目具体执行安排环节，适度放宽其实施计划的灵活性，给予机构更大的自主计划执行

空间。W 区的社服工作目录细致严格，但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机构自由。通过有效公开的服务提供者

搜寻机制一定程度上保证项目执行质量后，可给予机构计划和实施方面更大的自由度。否则一线社工面

对海量工作和不同社区情况时，90%的时间忙于项目执行，即便能够保证项目基础质量，但也造成项目

缺亮点、缺方向、缺案例等问题，造成工作成绩看不到、社区认可度不够、经验不能传承等问题。这就

要求购买方在招投标和调研规划阶段，和各承接机构沟通好相应的调整空间，并在实施过程中赋予机构

一定的执行自由度，以便其更好地开展项目相关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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